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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報告內容 

（一）前言 

於愈來愈競爭的經濟社會環境中，個人的單獨經濟活動雖擁有著完整的自

主權（autonomous），但缺乏整合（coordination）的情況下，以農地利用為例，

彼此之間難免有土地使用外部性及產品市場銷售等衝突（conflicts），而且於缺乏

經濟規模下，個人的競爭力亦相對較低。如何透過契約的安排與他人合作

（cooperation），進行經濟活動的整合，以達第一階段的經濟化（first-order 

economizing）（Williamson, 1996, p.100），進而降低彼此間之衝突，增加相互間之

共同利益，是一重要課題。透過整合的經濟活動，可降低生產成本與衝突之交易

成本，尤其是在具有資產專用性（asset specificity）（Williamson, 1996, p.59-60）

的農地利用上，農地於相對區位上，具有區位專用性（site specificity），於農業

經營的人力上亦具有人力資產專用性（human-asset specificity），在農業經營的共

同設施之興建上具有奉獻專用性（dedicated asset specificity），此外於產品的銷售

上，更具有共同的品牌專用性（brand name capital），於國際化與自由化之趨勢下，

更需要進行整合之集團化利用，促進產業轉型升級，並提升競爭力。而整合往往

除了需要透過公共秩序（public ordering）的法令外，亦可經由私人秩序（private 

ordering）之契約訂定等方式。私人秩序即行動由政治（polity）層次移往集團

（groups）層次，或交易雙方當事者，企圖以自我協助的方式來完全化其交易關

係（Williamson, 2002, p.438）。 

從經濟學的觀點，契約所處理僅是於時間上扮演角色的契約議題，契約可

被視為是承諾的適法效果，承諾可了解為是對未來行動的諾言（Furubot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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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ter, 1997, p.141），Fried（1981, p.3）認為承諾的公約有一般性的目的，在承

諾時，可以幫助別人的計劃，因為承諾者可以使別人期待其未來的行為。公約是

一個共同利益的一般性認知，是團體內所有成員相互表示之認知，並透過某些規

範引導所有成員的行為（Lewis, 1969, p.4）。而農業經營專區之土地利用公約，

即具 Lewis 所指契約的性質。故本研究所謂的契約化，指的是農業經營專區透過

專區土地利用公約之簽訂，公約簽訂則以農民與農會簽約參加農地集團化利用。

農地所有權人為何願意簽約參加專區的農地集團化利用，係一值得探討的課題，

是單純有政府補助嗎？但每公頃 2,000 元，即每分地 200 元的農業資材補助，誘

因夠大嗎?尤其是經過耕地三七五減租租約的陰影，簽訂有關農地的契約對農民

可說是相當敏感的事情。故本研究將以農業經營專區示範推動區為對象地區，探

討專區農民願意簽約參加農地集團化利用之考量因素。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擬基於關係契約理論（relational contract theory），透過問卷調查，探

討專區農民簽約參加農地集團化利用之考量因素為何？並以分析網絡程序法

（Analytical Network Process: ANP）進行分析，以為政府推動農地集團化利用或

建置專區之參考，同時可為民國 94 至 96 年建置的 39 處「稻米產銷專業區」（陳

博惠，2008，p.26）進一步整合與執行的參酌。 

（三）文獻探討 

在傳統社會中，人與人的互動或交易絕大多數是屬於人情化（impersonal）

的交易，依靠的最主要是彼此的信賴，或是社會既成的習俗或規範。但是隨著社

會規模的擴大，人際之間的網絡變得複雜，非人情化的互動或交易日漸頻繁，因

此契約（contract）便應運而生。契約可以被視為是一個承諾，其中一方同意對

另一方採取具有經濟價值的行動，以換取對方採取交互的行動或支付報酬（Dixit, 

1996, p. 48）。同時，它可以降低人際互動關係中的複雜性（Collins, 2003, p. 1）。

當然契約的成立必須是自願的，而且是雙方發現簽訂契約是對個人以及彼此是有

利的（Milgrom and Roberts, 1992, p. 127）。在理想世界中，交易的雙方可以在契

約中清楚地明訂雙方所擁有權利以及必須負擔的義務，也可以明確地設想在不同

情境下問題的解決途徑，透過前述的過程，確保彼此的權益，且保障所約定的事

項能夠被執行，此一契約型態被稱為完全契約（complete contract）。 

但就現實的經濟社會而言，要簽訂如此詳細的契約，且能夠預想各種可能

發生的情境，是幾乎不可能的，因為某些訊息可能只有少數人能觀測得到，而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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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訊息可能是公開的，但卻不容易在事前被明確地界定，相關文獻亦提及簽訂詳

細的契約耗費過高成本（Segal, 1999；Schwartz and Watson, 2004）及簽訂完全契

約的複雜性問題（Wernerfelt, 2004, pp.8-9）。根據 Simon（1957）的觀點，人的

認知本身存在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意指人的行為雖然有意傾向於理

性，但卻受到限制；再加上簽訂契約的雙方存在訊息不對稱（ information 

asymmetry）的現象，因此擁有訊息較多的一方，容易產生機會行為（opportunistic 

behavior），它是一種追求自利的詐欺行為（self-interest seeking with guile），包括

主動或被動、事前或事後之說謊、欺騙或提供不完全或扭曲的訊息等（Williamson, 

1985），透過機會行為，擁有訊息較多者可謀取自身的利益，這種情形在複雜度

較高的契約中較易出現，為實現該等承諾機會行為者必須從事獨特

（idiosyncratic）且具有資產專屬性（asset specific）的投資（Campbell, 2004, p. 

665），而簽訂契約的雙方會為了避免前述的投資風險，往往會傾向僅履行契約的

部份承諾，或甚至發生違反契約行為。 

基於前述的前提，關係契約（relational contract）應運而生，它通常是一種

開放式契約（open-ended contract），其中提及存續期間彼此的權利義務，但無法

規範所有可能發生的結果（Kasper and Streit, 2001, p.192）。關係契約常見於持

久、重覆以及網絡式的經濟關係（Kasper and Streit, 2001, p.193），而一般最典型

的關係契約是雇用契約，雇主提供薪資或其他誘因來換取受雇者提供一定的工作

努力或績效。前述的關係契約可以進一步分為外顯性關係契約（explicit relational 

contract）及隱含性關係契約（implicit relational contract） （Kasper and Streit, 

2001），相對於記載於契約內容中的外顯性關係契約，隱含性關係契約主要是於

組織或團隊成員中之給與取的彼此了解，包括所有權人、領導者及合作者間垂直

交易關係、與合作者間水平交易關係之開放式內部制度安排等（Kasper and Streit, 

2001, p.270）。關係契約理論有兩個重要的命題，其一是這個契約與社會的合作

行為有關；其二是契約內容包含了顯著的關係元素（Feinman, 2000, p.743）。  

進一步來說，多數文獻認為關係契約有三項重要的特徵：其一是此一交易

關係在時間上是延續的；其二是部分的交易內容無法在簽約時被明確的衡量或界

定；其三是關係契約建立於互相依賴的交易各方，它遠遠超越了一次不連續交易

的範疇，而擴及到社會的交互關係（Speidel, 2000, p.823）。因此，Speidel（2000, 

pp.828-831）進一步認為關係契約的特徵可以包括下列幾項：即關係契約是期間

延展性的、開放條件（open terms）與保留裁量、未來期望合作行為、關係中的

權利與義務應是被共享與擔負而非分配、存在許多的專屬性交易投資（specific 

transaction investment），以及它是由個人關係引伸至整體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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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契約的內容與理想的完全契約內容有一段差距，交易的各方並非就詳

細的行動計畫達成協議，而是於契約中明定目標、未預知到的偶發狀況時的決策

準則、具有權力來執行及限制採取行動的主體，以及爭議出現時的解決機制等

（Milgrom and Roberts, 1992, p. 131）。一個完整的契約通常包含合作、經濟交

換、為未來作規劃、潛在的外部懲罰（ sanction），以及社會控制及操控

（manipulation）等五個要素（Macneil, 1969）。在交易環境越趨複雜的情況下，

人們是有必要經由一套契約式制約（contractual solidarity）來確保交易行為的運

作（Macneil, 1978），關係契約在某種程度上是較內隱（ implicit）、非正式

（informal），且不具約束性（nonbinding）的（Furubotn and Richter, 1997），因此

關係契約特別強調合作特質的共通規範（common norm）（Macneil, 1983, 

pp.363-364），其中包含了團結（solidarity）互惠（reciprocity）及角色的正直性

（role integrity）等內在規範（internal norm），以及其他處於類似情境下的人所形

成的「應有」（ought）作為等外在規範（external norm）（Speidel, 2000, p.827）。

因此，除了正式的契約規範外，關係契約也維繫於非行諸文字的行為規範。 

有關農地集團化利用之實施，於民國 61 年 9 月「加速農村建設重要設施」，

「農業生產專區」是一重點措施（余玉賢，1994，p.136），當時由台灣省政府以

64.4.21 府農特字第 32575 號文，公告農業專業區之設置標準及計畫提審程序（李

瑞昌，1976，p.66），當時專業區在構想上具有區域規劃之意義（余玉賢，1978，

p.90），並有步入依計畫編定使用的趨勢，專業區之設置，在本質上也是土地使

用編定（李瑞昌，1976，p.84）。而蔡宏進（1975a、1975b）則透過對十個專業

區之實地觀察與訪問，提出農業專區組織與功能的檢討。張訓舜（1977，p.15）

則建議，對台灣整個農業而言，為適應自然環境與市場需要，過去的農業是在勞

力剩餘情況下從事每一個別農場的多角化，今後的農業則應是專業區內，個別農

場的專業化，與台灣各種農業專業區間的經營多角化。至民國 73 年「農地利用

綜合規劃計畫」中之「農業生產區段」，亦是另一農地集團化利用之實施。林英

彥（1990，p.53）認為係依照各鄉鎮之自然環境、農業發展狀況、土地利用以及

作物制度等特性，規劃地區農業之發展目標，並以適地適作與比較利益原則，配

合國家農業政策，發展地區農特產品，建立各種「生產專業區」。其農業生產區

段的劃分，區段發展措施規劃，及區段農民組織輔導方向等（台灣省農林廳，

1984、1999）及研提計畫原則、計畫之補助原則及編列標準、計畫提審等（行政

院農委會，2001）均為公共秩序的規範與執行機制。但公共秩序的規範與實際的

執行，其成果與預期有相當的落差。及至後來的產銷班才有私人秩序的公約方

式，另自民國 94 年起以六年期程，輔導稻米產地鄉鎮規劃，建置稻米專業區（行

政院農委會農糧署，2004），而稻米產銷專業區所訂的契作合約，雖屬私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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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僅是產品的契約；自民國 96 年起的農業經營專區，則是透過私人秩序之專區

土地利用公約，進行整合及執行。 

基於上述的文獻回顧，以往相關文獻多從公共秩序的觀點探討農地集團化

利用，歐陽榆（2008，p.97）雖指出農地集團化利用已有公共秩序轉向契約化私

人秩序的情形，但並未進一步從私人秩序的觀點進行分析，而且相關文獻都指出

農地集團利用的方向與重要性，但並未進一步的探討為何專區農民願意以契約化

方式來進行農地集團化利用。因此本研究擬基於關係契約理論，以目前 5 個農業

經營專區示範推動區為對象地區，首先透過 ANP 問卷調查，再針對問卷結果進

行分析，蒐集專區農民願意簽約參加農地集團化利用的考量因素。 

（四）研究方法與資料蒐集 

1.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是採用分析網絡程序法，探討影響專區農民參與農地集團化利用

主要的考量因素。分析網絡程序法是 Saaty（2001, p.viiii）為改善 AHP 所提出一

般化的多準則決策分析方法。本研究採用 ANP 分析方法之主要原因為，ANP 分

析允許層面間（levels）具有相依（interdependency）關係，並加入各層面要素

（elements）之回饋機制（Saaty, 2001, pp.84-88），故 ANP 亦被稱之為帶有回饋

系統之方法（systems-with-feedback approach）（Mead and Sarkis, 1998, p.202），相

依關係可能存在於外部相依（outer dependence）或內部相依（inner dependence）

（Mead and Sarkis, 1999, p.246）。ANP 可透過發展出類似馬可夫鏈（Markov 

Chain）程序相對重要權重的超級矩陣，經由所形成的超級矩陣，從相對重要權

重之特徵向量調整，處理各要素間之互依關係，並獲得各要素或組合權重

（Mulebeke and Zheng, 2006, pp.341-342）。ANP 曾被用於企業夥伴的選擇（Chen, 

Lin and Lee, 2004）、策略規劃之設施區位選擇（Partovi, 2006），及簽約對象的選

擇（Cheng and Li, 2004）等決策分析。而本研究基於關係契約之特徵，於問卷調

查層面間或要素間亦可能有互依關係或回饋情形，故本研究採用 ANP 方法進行

分析，以獲得各層面及各層面之要素的相對重要權重。 

2.資料蒐集 

本研究問卷調查的主要對象為三星第一專區、三星第二專區、後龍專區及

大安專區 4 個專區的農民，有效問卷為 57 份。問卷調查計有 15 個問項，75 組

配對的比較，調查方式係製作 Power Point 簡報檔，先進行簡報與填答範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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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對問卷的問項逐一說明後，填答者逐一填答，問卷調查時間為民國 99 年 2 月

至 6 月，問卷調查之份數如表一所示。值得注意的是 ANP 是一多準則決策的工

具，而非一依賴從大量母體中有適量樣本的統計方法（Cheng and Li, 2006, 

p.829），鄧振源（2005, p.320）即指出 ANP 的決策群體，專家人數以 5-15 人較

佳，Powell（2003）亦主張代表性的評估是藉由專家小組的品質而非其數量。 

（五）實證結果與討論 

經 Super Decision 2.0.8 軟體之計算，可將所得之各因素優先權值彙整如表

一，以為分析專區成員思考決策簽約參加農業經營專區時考量項目之優先情形。

其中三個層面的相對重要性，以「公約的延伸性」相對優先權值最高，其次為「整

合利益的共享」層面，「義務的負擔」層面則是最低。此一結果顯示，公約內容

之設計，也就是其規範的內容是否能夠長久延續，以及簽約對專區成員原有權利

的影響，是專區成員決定是否簽訂集團化利用契約的關鍵因素。而一般被認為相

當重要的整合利益共享，相對於公約內容的延續性而言，反為次要的考量，即對

專區成員來說，保障既有財產權的重要性遠大於其對農地集團化利用效益預期的

注意。至於「義務負擔」層面，則較難從層面上看出其列為最後考量因素之原因，

惟進一步進入準則因素時，則較易得知其原因，即參加教育訓練、觀摩之經驗交

流、資訊分享與傳遞等。 

本文將表一的因素優先權值數據繪成圖一之因素優先權值比較圖。可將專

區成員因素優先權值的分布區分為三個群組，其中優先權值大於或等於 0.1 的三

個因素歸為第一優先群，優先權值介於 0.05 到 0.1 之間的四項因素歸為第二優先

群，而優先權值小於 0.05 的四項因素則屬第三優先群。第一優先群包含公約延

伸層面的三個因素，呼應了公約延伸性為最優先被考量的層面。第二優先群的四

項因素中，以整合利益共享層面的「專區品牌與行銷通路之共用」、「共同採購資

材成本之降低」，以及「共同設施等計畫補助」，此外，「義務的負擔」層面下的

「農業生產環境維護之義務」，也被納入第二優先群。義務層面的因素多半被列

為第三優先群，反映專區成員於進行簽約決策時，較不會優先考量義務負擔問

題，可能源自些義務亦是一種權利，例如教育訓練、觀摩活動的參與及資訊的分

享等。 

而進一步就 11 項因素的相對重要性來看，專區成員認為「對團體隱含性權

利與義務的認同」是簽約時最重要的考量，顯示專區成員在決定簽訂參加農地集

團化利用契約時，可能對於農地集團化利用公約的規定不週延或對其內容不具信

心，因此在簽訂契約時會更加謹慎地考量契約內容所規範的權利與義務。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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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三七五租約之影響」之優先權值稍高於「延續與重覆的交易關係」，反映

出三七五租約的陰影仍使農民於簽約時存在相當程度的不信任感。「延續與重覆

的交易關係」的優先權值雖稍低，但仍反映出專區成員期待能透過集團化契約的

簽訂，獲得穩定長期的交易契約，以保障從事農業經營產、製、儲、銷的成果， 

「整合利益的共享」層面的四項因素，除「人際網絡關係的建立」一項的

優先權值排於 11 項因素為最後外，另三項因素則分別位於第四、五及第七位。「專

區品牌與行銷通路之共用」與「共同採購資材成本之降低」居於第四及第五順位，

反映專區成員認知到透過集團化利用建立品牌通路與促成生產成本降低的效

果。屬相對重要性最低的「義務的負擔」層面之影響因素，其優先權值均較「整

合利益的共享」層面的「人際網絡關係的建立」高，尤其「農業生產環境維護之

義務」的優先權值甚至大於「整合利益的共享」層面的「共同設施等計畫補助」，

位於第六順位，此或可說明在現行日益惡化農地生產環境，以及消費者注重安全

產品的趨勢之下，身為實際從事農作的專區成員，更有深刻的感受。「人際網絡

關係之建立」排名較後，其可能原因為參與農地集團化利用的專區成員之間，多

已存在既有的人際網絡關係，且較少有機會能與專區營運過程中之中央、地方農

業單位等人員互動，導致此項因素較易被忽略。 

表一 專區農民之層面與因素項目之優先值與排序情形 

層面 優先值 因素 優先值 排序值 

公約的延伸性 0.57549 

對團體隱含性權利與義務之認同 0.22607 1 

延續與重覆的交易關係 0.16684 3 

耕地三七五租約之影響 0.18258 2 

整合利益的共享 0.23969 

專區品牌與行銷通路之共用 0.08132 4 
共同採購資材成本之降低 0.06763 5 

共同設施等計畫補助 0.05874 7 

人際網絡關係的建立 0.03200 11 

義務的負擔 0.18482 

農業生產環境維護之義務 0.05951 6 
參加教育訓練與觀摩 0.04772 8 
資訊分享與傳遞 0.03935 9 
遵守專區土地利用約之其他規範 0.03825 10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8 
 

 

圖一 專區農民之因素項目優先權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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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成果自評 

由於 AHP 問卷相對的較為複雜，且有 15 問項、75 配對比較項目，對農民

而言較為困難，故問卷調查份數較原定目標為少，但研究內容與原計畫預定目標

相符，研究成果可供全面推動農業經營專區建置時參考，計劃主持人亦撰寫文稿

中，預定在學術期刊發表。 


